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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创新扩散理论，以知识吸收为中介变量，大数据能力为调节变量，对来自213家企业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检验，并构建了知识搜寻对服务创新的作用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知识搜寻对服务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服务创新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大数据能力对知识搜寻和知识吸收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大数据能力能调节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服务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大数据能力越高，知识搜寻通过知识吸收对服务创新的间接关系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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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with knowledge absorption as an intermediary variable and big data capability as a moderator variable, the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213 enterprises were analyzed and tested, and a model of the effect of knowledge search on service innovation was construc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knowledge search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ervice innovation; knowledge absorption plays a complete mediating role between knowledge search and service innovation; big data capabilities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search and knowledge absorption; Data capability can regulate the mediating role of knowledge absorption between knowledge search and service innovation, that is, the higher the big data capability, the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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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产品科技化和同质化并存的背景下，企业如何获得和积累竞争优势已成为企业界和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1]。已有文献指出，服务创新（Service innovation，下文用SI代替服务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与客户需求相适配的专业服务能够推动企业转型升级[1]。当前，国家大力支持和推进服务业的发展，服务经济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占比不断增大。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应用的兴起，促进了企业对运营系统的优化，提升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为企业实现SI提供了保证[2、3]。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使企业服务面临需要在更加开放和动态的环境中进行创新，单个企业的知识库很难满足持续的SI要求，因此，企业SI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4] 。相反，知识搜寻能够使企业获取与现有知识库形成互补的多元新知识，跨越单一封闭的知识库资源，与外部组织形成协同SI。鉴于此，本研究认为知识搜寻如何影响企业进行SI，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现有研究是否已经解决了以上问题？基于现有研究，有学者认为与企业SI相关的多元化、互补性知识可以在企业间互动中获取[5]，如与供应商互动获取生产技术信息，与客户互动获取市场发展趋势信息等。也有学者认为多元化SI知识的获取增加了企业对知识库的动

态管理难度，特别是对外部搜寻所获得知识的转移、内化和运用到新服务中的管理难度更大[6]。还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单一企业SI的难度，企业SI模式由原先独自创新向与外部关键合作伙伴协同创新转变，企业开始重视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竞争优势[7]。综上，现有关于知识搜寻对企业SI影响的研究主要从知识基础、社会网络理论、动态管理知识库等视角展开探讨。而对基于创新扩散理论视角下，知识搜寻如何通过知识吸收影响企业SI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有待深入探讨。
理论界和企业界都充分重视知识搜寻对企业SI的影响[8]。例如，有研究指出知识资源、搜寻流程、搜寻范围、高层管理者的支持程度对企业的SI能力和创新效果均有显著正向影响[5，8]。Moanibaa[9]等认为，外部知识来源的多样性和地理距离对搜索过程和服务创新的成
功有很大的影响。其他研究指出知识搜寻对SI除了有直接影响外，还有间接的影响，它能够通过对外部知识的吸收、内化（比如知识吸收）而起间接作用[10]。根据创新扩散理论，企业通过对知识搜寻获得的知识进行吸收，可以丰富自身的知识库，填补与知识源的知识和技术差距[11]。即知识吸收很可能在知识搜寻和SI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忽视了对这一作用机制的探讨。鉴于此，本研究认为企业通过对知识搜寻实施吸收、内化、重组等知识吸收程序，丰富企业自身的知识库，从而提升企业的SI能力。此外，作为在数字技术环境下的创新活动，企业知识吸收和SI可能还会受到大数据能力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大数据分析能够有效整合和协调企业各种资源，降低企业运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12、13]。由此，本研究认为大数据分析作为一种边界条件，对企业的知识吸收和SI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视角，重点探讨知识搜寻对SI的影响，并对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之间可能存在的中介作用，以及大数据能力在知识搜寻和知识吸收、知识吸收和SI之间可能存在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1。

     
图1 研究模型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知识搜寻与SI
[bookmark: OLE_LINK33]基于进化经济学文献[14]，知识搜寻是指根据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中非本地搜索解决方案所需知识和信息的行为[15、16]。Katila和Ahuja[8]认为企业的搜索实际上可以分为深度搜寻和广度搜寻两个不同的维度：深度搜索是指企业重复使用现有知识的频率，搜索广度是指企业探索新知识的范围。统计结果表明搜索深度和广度都与企业的产品创新数量呈倒u形曲线关系,搜索深度和广度的交互作用与企业的产品创新数量呈正相关。Laursen和Salter[17]以工业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知识搜寻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和维持创新，广泛且深入的知识搜寻与企业产品创新绩效呈倒u型曲线关系。Verde[18]等对知识搜寻与内部研发的研究发现，它们之间在口碑好的企业中呈互补关系，其交互作用正向影响产品创新绩效；在口碑差的企业中呈替代关系，当企业知识搜寻的深度和广度加大时，企业的内部研发努力边际效应会减弱，其交互作用负向影响产品创新绩效。
服务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和消费服务的即时性特征，决定了服务类产品不仅与其它有形性产品创新存在着差异，即便是同一类服务产品，在不同时间段的消费也会存在差异，服务的这种多样化特征让学者们对SI可以从不同视角展开的研究。Gallouj[19]从新熊彼特理论的视角从发，指出Barras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逆向创新”新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从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扩散到服务业SI的理论。后来的研究者认为SI应该以顾客为中心，企业进行SI的主要目的是实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目标，因此Sundbo[20]提出企业应建立捕捉客户思想的渠道，重视SI的后创新。以顾客为中心的后创新是让顾客参与SI的理想方式，后创新不应该在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寻找客户参与，而应该在后期阶段寻找，SI的研究应该延伸到新服务首次进入市场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学者也对SI进行了相关研究，魏江等[1]从独占机制的角度对SI进行了研究，指出服务业独占性机制包含防御策略、进攻策略和顾客锚定三种微观机制，目的是避免企业SI被模仿，保护企业SI成果。刘念等[4]的研究把SI提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
虽然现有研究对知识搜寻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广泛的探讨，但探讨的企业创新基本都是聚焦于产品创新。如前所述，企业的产品创新与SI存在差异，然而，现有研究对外部知识于企业SI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比较缺乏。已有研究表明，知识搜寻的广度和深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有显著提高[17]。由此，本研究认为，从知识搜寻的广度和深度而言，知识搜寻对企业SI可能有促进作用。
首先，根据创新扩散理论，企业在SI的决策阶段就已经进行了议程设置，明确了需要解决的服务问题，明确信息搜寻旨在SI，知识搜寻人员会主动寻找获取企业互补性知识和建立捕捉客户思想的渠道[18、20]，若有可能，企业方会积极与信息源方的人员进行双向沟通[21]，以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和加深对知识理解，提升企业对新知识的转换接收效率。其次，企业会把通过外部搜寻获得的知识与需要解决的服务问题进行匹配，分析这些知识能否真正解决企业所需解决的问题，一旦匹配成功，企业找到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企业就会把通过外部搜寻获得的知识运用到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上[22]。而且，从企业外部搜寻的广度来看，通过知识搜寻可以丰富企业的知识库，增加企业知识组合数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能有效支持企业的SI[23]。从知识搜寻深度来看，重复使用同一知识，可以加强对该知识的理解，增加熟悉程度，为SI提供基础[24]。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知识搜寻和SI间呈正向相关关系。
2.2 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
知识吸收可分为知识吸收的过程和知识吸收的效果两个角度。从过程角度来看，知识吸收是指知识从发出方传递到吸收方的过程[10]；从效果角度看，知识吸收是包括知识接收方对知识的理解、吸收和应用等阶段[25]。加速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能够提升企业对合作伙伴知识的关注度，从而提升企业对合作伙伴知识的理解能力，加强对新知识的理解、吸收和应用能增加企业的知识存量，增强企业的SI能力，知识接收者在实践中使用已吸收的新知识是知识吸收的关键[26、27]。周密等[28]在网络结构层面对知识吸收的环境进行了研究，研究范围从简单的二元层次扩展到多元网络的复杂层次，多元网络具有巨大的创造知识潜力，能充分展现知识搜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作用[27]。由此，探讨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之间的关系所起的作用，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目前，关于知识搜寻和SI之间的关系研究大多表明知识搜寻往往是通过知识吸收对其行为产生间接影响[10]。本研究赞同这一观点，而且认为，知识搜寻对企业的SI的影响不仅是直接的，也有可能是间接的，即知识吸收可能在知识搜寻和SI之间起中介作用。具体阐述如下。
首先，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当企业在客户服务方面遇到难题，或发现竞争者在使用一种比自己目前使用的服务方法更有优势的服务方法时，企业就会通过知识搜寻去获取相关知识[22]。新知识是企业成长的重要资本，顺畅的知识吸收活动能够降低企业运作成本，提高创新效率[29]。创新扩散理论指出，创新决策过程包括获知、说服、决策、实施、确认五个阶段。知识搜寻有助于企业获知和确认自身与知识源企业的服务差距，促进企业与知识源企业建立互动网络关系，通过实施知识吸收弥合企业自身与知识源的知识和技术差距，丰富企业的知识库[11]。通过新旧知识的碰撞重组，消除企业中原有的创新干扰因素，形成企业的新惯例并进行推广，提高企业的SI能力，增加企业知识吸收的积极性[30]。由此，知识搜寻所获取的与企业自身互补的知识和技术能够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吸收。
其次，有学者研究发现知识吸收对SI有正向的促进作用[31]。SI作为对知识和技术依存度很高的创新行为，知识吸收也理应对其具有正向影响。根据创新扩散理论，企业将经过转移、内化的知识与创新需求进行匹配，寻找服务问题的解决办法[32]。一旦匹配成功，企业就会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解决特定的服务问题上[22]。从另一个视角而言，结合知识基础理论，那些创新绩效相对更好的企业大多是擅长利用已吸收、内化的新知识，在实施阶段将知识吸收整合到组织惯例中，作用于SI[33]。知识吸收目标是致力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它是一个中间机制，并不是最终结果[34]。由此，企业将知识吸收内化和匹配能够正向影响企业SI。
综上所述，知识搜寻通过所获取的与企业自身互补的知识和技术正向影响企业知识吸收，企业将转移的知识内化并与创新需求匹配，寻找创新服务问题的解决办法，所以，知识吸收正向影响企业SI。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间起中介作用。
2.3大数据能力的调节作用
大数据能力是指以大数据思维为指导，以数据是重要资源为前提，基于组织机制和数字技术手段，科学有效地对已收集的大数据进行分析，以有效整合人才资源、技术资源和数字资源，将数据信息可视化、直观化的一种能力[12]。它是一种为协调企业各种活动而洞察集、聚、配置和利用有价值的数据资源的能力，能够降低企业运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绩效[13]。从动态能力的视角来看，大数据能力中的个性化、功能性和实体性能够对企业SI绩效产生正向影响[35、36]。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大数据能力能够基于市场预测结果提供行业洞见和顾客需求意向，设计与市场环境匹配的SI方案，加强知识吸收对SI的作用，以及加强知识吸收对企业良性运营的支持作用，使得企业内部SI需求与外部搜寻的知识更适配[2]。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如果企业意识到所搜寻的外部知识无法给企业的创新带来正向影响作用，那么该知识搜寻和知识吸收将会停止[37]。大数据能力能够加快对知识的认知和吸收利用进程，在企业外部知识吸收和SI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8]。企业拥有较强大数据能力能够改善企业外部搜寻获得的知识，加快理顺多而杂的知识，促进知识吸收的进程，提升企业获取、内化、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增加企业知识库的存量，提升企业的SI能力和SI效果。相反，拥有较低大数据能力的企业处理企业外部搜寻获得的知识，知识吸收的效率和质量无法保证，与SI需求相匹配的知识选择效率降低，知识吸收对SI的作用受到影响。基于此，可推断，在高大数据能力的企业中，知识吸收对SI的影响作用可能变强；在低大数据能力的企业中，知识吸收对SI的影响作用可能变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3：大数据能力在知识搜寻和知识吸收间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
由前文所述可知，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之间可能存在中介作用，大数据能力正向调节知识搜寻对知识吸收的影响，大数据能力也正向调节知识吸收对SI的影响。基于假设2、假设3和假设4，本研究认为大数据分析能对该中介也可能起到调节作用，即有调节的中介。主要原因在于：在高大数据能力中，企业外部搜寻的知识得到了整合与解析，使无序变成了有序，便于企业对外部知识的理解、吸收和内化，知识吸收效率比未梳理前更高，有序的知识便于选择和匹配SI需求，使知识吸收对SI的影响更显著。而在低大数据能力的企业中，企业通过外部搜寻获取的知识无法得到有效的梳理，杂乱无章的知识会影响知识吸收、吸收和内化，知识吸收效率变得低下，无序的知识会降低企业的SI效率和效果，使知识吸收对SI的影响减弱。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大数据能力正向调节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间的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来自高水平英文期刊上的成熟量表，并遵循由翻译到回译的程序。研究团队先自行把英文量表翻译成中文，再请3位博士研究生将翻译完的中文量表回译成英文，如此反复，不断修正。调查问卷采用面对面调查、邮寄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放给企业中层或高层管理者，每家被调查企业的填表者均为1人。调查区域和调查行业见表1。
问卷调查分为预测试和正式调查，为确保样本数据真实有效和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预测试和正式调查均以纵向配对的方式分三个阶段进行，三个阶段的调研对象为同一批人。第一阶段的调研内容是知识搜寻、知识吸收、大数据能力，第二阶段的调研的内容是SI，第三阶段的调研内容与第一阶段相同。在第一阶段调研结束1个月后开展第二次调研，第二阶段调研结束1个月后开展第三次调研，第一阶段调研时调研者这会留下被调研者的联系方式，以便第二和第三阶段调研时找到第一阶段的被调研者。第三阶段结束后，调研者对比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数据，如果发现存在较大的差异的问卷，调研者会访问填表者，并要求被调查者确认评价结果；如果同一个被调研者在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填写的问卷差异不大，则使用第一阶段的数据。以上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共同方法偏差，提高数据的精确度[38]。
预测试的目的是检验问卷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预测试所用数据来自面对面调查问卷。我们在2020年7月至10月进行了预测试，第一阶段发放了232份问卷，回收169份，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调研有回应者发放问卷，回收133份，第三阶段针对第二阶段调研有回应者发放问卷，回收103份，剔除不符合时点匹配、主管与员工匹配、漏填、错填和被甄别出不符合填写条件或随意填写的无效问卷后，确定有效问卷86份。通过检验得知，每个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都大于0.7，说明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良好；KMO值是0.918(大于0.7)，巴特利特的球形检验值显著(Sig.< 0.001)。因此，可以正式确定本研究的调查问卷
   然后，研究团队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3月三个时间点开展了正式调查，正式调查采用邮寄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放问卷。第一阶段发放了517份问卷，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调研有回应者发放问卷，回收263份，第三阶段针对第二阶段调研有回应者发放问卷，回收182份，剔除不符合时点匹配、主管与员工匹配、漏填、错填和被甄别出不符合填写条件或随意填写的无效问卷后，确定有效问卷127份，加上预测试有效问卷86份，最终获得有213份有效问卷。接着，本研究对213个样本的行业特征、公司性质、公司所在区域、服务年限、公司规模等基本特征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见表1。
表1：样本数据基本特征（N=213）
	特征
	类别
	样本数
	占比（%）
	特征
	类别
	样本数
	占比（%）

	行业特征
	IT
	24
	11.26
	公司性质
	非国有
	142
	66.67

	
	农业
	13
	6.1
	
	国有
	71
	33.33

	
	咨询
	10
	4.7
	公司所在区域
	华中
	22
	10.33

	
	机械
	45
	21.13
	
	华南
	38
	17.84

	
	电子
	25
	11.74
	
	华东
	58
	27.23

	
	服装
	13
	6.1
	
	华北
	36
	16.9

	
	教育
	19
	8.92
	
	东北
	20
	9.39

	
	护肤品
	11
	5.16
	
	西南
	29
	13.62

	
	其他
	53
	24.88
	
	西北
	10
	4.69

	服务年限（N年）
	N≤3
	32
	15.02
	公司规模
（M人）
	M≤100
	28
	13.15

	
	3≤N≤5
	20
	9.39
	
	101≤M≤300
	29
	13.62

	
	5≤N≤10
	39
	18.31
	
	301≤M≤500
	29
	13.62

	
	10≤N≤15
	69
	32.39
	
	501≤M≤1000
	24
	11.28

	
	15≤N
	53
	24.88
	
	1000≤M
	108
	50.7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3.2 研究测量工具（Measures）
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均来自国内外核心期刊的成熟量表，对于英文量表课题组严格按照翻译—回译的程序，将英文量表翻译成适合中国情境的中文量表。本研究所有题项均采用Llikert5点量表进行测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用1~5表示。
（1） [bookmark: OLE_LINK90]知识搜寻：该潜变量测量采用Laursen和Salter[17]开发的4个维度，16个题项。如“您所在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是否使用专家或顾问的知识来开展相关的活动”。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2。
（2） 知识吸收：该潜变量采用Gao等[39]开发的2个维度，6个题项。如“因为和关联企业的合作关系，我们得到大量的技术知识”。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71。
（3）大数据能力：该潜变量采用Wamba等[36]学者开发的3个维度，11个题项。如“我们能够获得足够的数据分析所需的专业人才”。“我们能够获得足够份数据分析所需的技术设备和技能”。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938。
（3） SI：该潜变量采用Salunke等[40]学者开发的1个维度，6个题项。如“您是否同意您所在的企业在服务的产出方式上采用了新的举措并且直接或者间接地为企业或者顾客带来了新的价值”。本研究中，其Cronbach’s α系数为0.886。
（4） 控制变量：鉴于公司规模、公司性质、应用大数据年限、企业提高服务年限等变量会影响因变量SI，本研究将以上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本研究将公司性质设置分类变量，1为国有企业，0为非国有企业。
4 数据分析及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本文通过Harman单因子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共析出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4个，其中，最大因子方差解释度是41.354%，小于50%的建议值。由于检验量方法的敏感性不高，本研究还采用共同方法因子来进一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结果显示，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五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比四因子模型的拟合度没有显著改善（RMSEA和SRMR的减少值小于0.05，FLI和CFL的增加值不到0.1，具体分析结果见表2）。综上，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CFA） 
   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对本研究对知识搜寻、知识吸收、大数据能力、SI四个变量的区分效度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要显著优于其它模型，这表明本研究的四个变量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213）
	模型
	χ2/df
	IFI
	TLI
	CFI
	RMSEA

	五因子模型（A、E、K、B、S）
	1.675
	0.955
	0.943
	0.954
	0.056

	四因子模型（E、K、B、S）
	1.956
	0.929
	0.919
	0.928
	0.067

	三因子模型（E+K、B、S）
	3.081
	0.842
	0.824
	0.841
	0.099

	二因子模型（E+K+B、S）
	4.125
	0.762
	0.736
	0.76
	0.121

	一因子模型（E+K+B+S）
	5.417
	0.664
	0.627
	0.661
	0.144


注：其中A代表共同因子、E代表知识搜寻、K代表知识吸收、B代表大数据能力、S代表SI，下同。
4.3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值、标准差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知识搜寻与SI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0.341,p<0.001）；知识搜寻与知识吸收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0.384,p<0.001）；知识吸收与SI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0.499,p<0.001）。
表3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213）
	变量
	1
	2
	3
	4
	5
	6
	7
	8

	公司性质
	1
	
	
	
	
	
	
	

	公司规模
	0.255***
	
	
	
	
	
	
	

	服务年限
	0.171**
	0.337***
	
	
	
	
	
	

	BD应用年限
	0.140*
	0.412***
	0.428***
	
	
	
	
	

	E
	0.205**
	0.164*
	0.08
	0.280***
	（0.840）
	
	
	

	K
	-0.01
	0.001
	0.002
	0.163*
	0.384***
	（0.725）
	
	

	B
	0.008
	0.166*
	-0.011
	0.349***
	0.413***
	0.552***
	（0.714）
	

	S
	0.079
	0.135*
	0.047
	0.245***
	0.341***
	0.499***
	0.583***
	（0.752）

	平均值
	3.71
	4.09
	3.69
	3.48
	2.86
	3.70
	3.78
	0.62

	标准差
	1.50
	1.27
	1.48
	1.62
	0.58
	0.77
	0.75
	0.62


注：对角线括号内数字为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
4.4 假设检验
4.4.1 知识搜寻的主效应  
采用多元回归，通过SPSS23.0对知识搜寻和SI的关系进行检验，具体步骤为：首先，将公司性质、公司规模、服务年限、大数据引用年限作为控制变量，SI作为因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M1。接着，将知识搜寻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回归结果见表4模型M2，从模型M2可知，知识搜寻对S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291，P<0.001），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表4回归分析结果（N=213）
	类别
	S
	K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公司性质
	0.098
	-0.009
	0.111
	0.064
	0.135
	0.143
	-0.007
	-0.169
	-0.069
	-0.066

	公司规模
	0.032
	0.025
	0.052
	0.048
	0.022
	0.015
	-0.005
	-0.052
	-0.073
	-0.080

	服务年限
	-0.59
	-0.043
	-0.036
	-0.032
	0.013
	0.011
	-0.063
	-0.026
	0.034
	0.042

	大数据应
用年限
	0.158
	0.108
	0.093
	0.078
	0.015
	0.005
	-0.163
	0.071
	-0.026
	-0.032

	E
	
	0.291***
	
	0.126
	
	
	
	0.384***
	0.211**
	0.204**

	K
	
	
	0.475***
	0.430***
	0.262***
	-0.327***
	
	
	
	

	B
	
	
	
	
	0.424***
	-0.124***
	
	
	0.498***
	0.521***

	B×E
	
	
	
	
	
	
	
	
	
	0.144*

	B×K
	
	
	
	
	
	0.200*
	
	
	
	

	R2
	0.069
	0.144
	0.286
	0.298
	0.394
	0.410
	0.036
	0.167
	0.350
	0.374

	ΔR2
	0.069
	0.075
	0.217
	0.154
	0.108
	0.016
	0.036
	0.131
	0.182
	0.024

	F
	3.839*
	6.969***
	16.596***
	14.598***
	22.318***
	20.388***
	1.954
	18.312***
	18.448***
	17.476***

	有条件的间接效应
	调节变量
	水平
	效应
	SE
	Boot95%CI
	INDEX
	SE
	Boot95%CI

	
	大数据能力
	低
	0.719
	0.0465
	[-0.0302,0.1587]
	0.0638
	0.0353
	[0.0028,0.1395]

	
	
	高
	0.1987
	0.0570
	[0.0919,0.3138]
	
	
	
	

	
	
	差异
	0.1269
	0.0702
	[0.0056,0.2773]
	
	
	
	


注：***、**、*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
4.4.2知识吸收的中介效应 
对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间中介作用的检验，参考温忠麟等[41]的中介检验方法，分四步对其进行检验。具体步骤为：首先，检验主效应知识搜寻对SI是否显著，检验结果见表4模型M2，知识搜寻对S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对知识搜寻和知识吸收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模型M8，知识搜寻对知识吸收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84，P<0.01)。然后，对知识吸收和SI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模型M3，知识吸收对S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75，P<0.001)。最后，在M1和M2的基础上，加入知识吸收进行回归，对知识吸收和SI的关系进行检验，同时对知识搜寻与SI的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模型M4，知识吸收对SI有显著影响(β=0.430，P<0.001)，但知识搜寻对SI影响的显著性消失(β=0.126，P>0.05)。这说明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之间起了完全中介作用。为了计算知识吸收的中介系数，以及进一步验证其中介效应，采用SPSS中的Process宏程序检验知识吸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知识吸收的中介效应显著，系数为0.2191，置信区间为(LLCI=0.1305，ULCI=0.3241)。由此，假设2得到证实。
4.4.3 大数据能力的调节效应
大数据能力对知识搜寻和知识吸收之间的调节效应检验具体步骤如下：首先，检验知识搜寻对知识吸收影响的显著性。其次，将知识搜寻和大数据能力放入回归方程，检验知识搜寻的显著性。然后，将中心化后的知识搜寻和大数据能力的交乘项放入回归方程，检验交乘项的系数的显著性。由于知识搜寻对知识吸收的显著性已经被证实，且由表4中的模型M9可知，在将知识搜寻和大数据能力同时放入回归方程后，知识搜寻对知识吸收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11，P<0.001)。最后，将知识搜寻和大数据能力的交互项放入回归方程，从模型M10的结果可以看出，知识搜寻和大数据能力的交互项显著(β=0.144，P<0.05)。这表明大数据能力在知识搜寻和知识吸收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有关调节效应见图2，因此，假设3得到证实。
4.4.4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本研究运用SPSS中Process宏程序中的模型7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中，高大数据能力是指高于大数据能力均值的一个标准差，低大数据能力是指低于大数据能力均值的一个标准差，结果见表4下半部分。在低大数据能力下，知识吸收的中介效应较弱且不显著（r=0.719，SE=0.0465，BootLLCI=-0.0302，BootULCI=0.1587），在高大数据能力下知识吸收的中介效应较强且显著（r=0.1987，SE=0.0570，BootLLCI=-0.0919，BootULCI=0.3138）。且高低大数据能力下知识吸收的中介效应差异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差异显著。Hayes（2015）认为INDEX指标可以对调节效应作出进一步判断。由表4底部数据可以看出，INDEX值为0.0638，置信区间是[0.0028,0.1395]，没有包含0。因此可得，大数据能力对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间的中介效应有调节作用。由此，假设4得到证实。

图2  大数据能力对知识搜寻和知识吸收的调节作用
5 结结论与启示
5.1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研究结论主要有：①知识搜寻对SI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②知识搜寻通过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能够促进企业SI；③大数据能力能够有效调节知识搜寻对知识吸收的影响，即大数据能力越强，知识搜寻对知识吸收的正向影响越强；④大数据能力会调节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大数据能力越强，知识吸收在知识搜寻和SI之间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5.2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体现下以下三方面：（1）本研究聚焦于SI的前因变量，验证了知识搜寻对SI的促进作用，丰富了影响SI的前因研究成果，响应了Katila 和Ahuja提出的企业对外部知识搜寻的深度和广度会影响企业产品创新的观点。并为这一领域的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启发。（2）为“知识搜寻为何会影响SI”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解释视角。本研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视角对该问题进行了探究，从一个成熟的视角来解读知识搜寻对SI发生的作用机制这一新问题。（3）本研究验证了外部知识搜寻会调节知识搜寻与知识吸收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知识吸收间接调节了知识搜寻对SI的影响，构建了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进而丰富了SI的有关理论。
5.3管理启示
由以上结论可知，由于知识搜寻对企业SI具有促进作用，因此，企业管理者应该鼓励和支持包括企业服务人员在内的企业员工，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采用数字技术、面对面交流、报刊杂志等多种渠道收集企业互补性知识，丰富企业的数据库，以提升企业的创新服务能力；同时，在服务岗位人员选聘时，可以把知识搜寻能力作为任职条件之一。另外，由于知识吸收对企业的S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企业应该重视通过外部搜知识寻获得的互补性知识的吸收和内化程度，提升外部知识的转移效率。此外，企业应当提升自己的大数据能力，加强对企业大数据分析人员的培训，建立提升企业大数据能力的机制，从而提升企业外部知识吸收效率和SI能力。
5.4研究局限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一些局限性：第一，虽然本研究从不同时点，不同地区收集了知识搜寻对SI影响的数据，减低了同源偏差的影响，但本研究所有变量均采取企业管理人员自评方式进行测量，这可能会提高共同方法偏差，未来研究可以用员工和管理者的配对数据的方法来进一步降低同源偏差。第二，本研究仅研究大数据能力对知识搜寻与知识吸收、知识吸收与SI的调节作用。现实环境中，对知识搜寻、知识吸收、SI有调节作用的可能还有领导风格、企业文化、数字技术等多因素影响。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从领导风格、企业文化、数字技术等层面出发，探讨领导风格、企业文化、数字技术对知识搜寻、知识吸收、SI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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